新自由主義淺釋

集思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主要反對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涉，並強調通過用自由市場、減少對商業活動進行限制來發展經濟。根據「維基百科全書」（Wikipedia），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經濟哲學，反對國家對於國內經濟的干預。新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市場的機制，主張減少對商業行為和財產權的管制。在國外政策上，新自由主義支持以政治手段――利用經濟、外交壓力或是軍事介入來打通外國市場。打通市場意味著自由貿易和國際性的勞動分工。新自由主義支持透過國際組織和條約（如WTO和世界銀行）對他國施加多邊的政治壓力。新自由主義支持私有化，反對由國家主導的直接干預和生產。為了增進公司的效率，新自由主義強烈反對最低工資等勞工政策、以及勞工集體談判的權利。新自由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環境保護主義、以及公平貿易――認為這會妨礙民主的制度。」

關於新自由主義

提到新自由主義，不少人都會想起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及美國前總統列根。基本上，新自由主義開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並在英國戴卓爾夫人和美國列根掌權的八十年代得到急速發展，到九十年代起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動，開始向世界各地蔓延。
撰寫《新自由主義簡史》（2005）（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的美國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指出，新自由主義實驗開始於一九七三年的智利。當時，美國支持右翼軍人推翻民選左翼總統阿連德。新政權為了重建右翼經濟，召集了一班被稱為「芝加哥學派」的美國經濟學家出謀獻策（這班人均推祟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的理論）。這班經濟學家以私有化、放寬外國財團提取高額利潤來吸引投資（依靠獨裁統治及鎮壓勞工運動來進行），使經濟逐步「復甦」。結果，智利模式給了一九七九年上台的戴卓爾夫人靈感在英國推行，遂開啟了新自由主義進入主流政治舞台之始。但與智利不同的是，因英國左翼仍然有不少支持者，故戴卓爾夫人不敢一下子全面收縮英國的社會福利。

戴卓爾夫人和列根當時推行的一連串新自由主義政策主要包括：解除管制、金融自由化、減稅、國營事業私有化、削減公共開支與社會福利、補貼財團、鎮壓勞工運動等等。在英國，從一九七九到一九九四年間，英國公共部門的工作崗位從七百萬被減少到了五百萬，下降了百份之二十九。但實際上，所有被減少的工作都是加入工會者的工作。至於私有化方面，私有化公司的絕大多數股份都掌握在金融機構和真正的大投資者手中。英國電信的職工只購買了股份的百份之一，宇航業的職工只購買了百份之一點三。

另外，哈維也討論到新自由主義下的社會及政治，指出新自由主義推崇個人，認為個人是政治及經濟生活的基礎，因此推崇「人權」，甚至以此打壓不同文化的異議國家，要她們接受新自由主義的一套。但這種「人權」，其實只涉及個人自由，而排除公平、民主參與。這種「人權」排斥集體行動，排斥其它的政治選擇。在新自由主義構想下，人民有不滿應交由倡導團體（advocacy groups）及非政府組織（NGOs）來表達，這些團體構成了新自由主義津津樂道的所謂「公民社會」。但這些團體既無群眾性，亦非由人民選舉出來的。故此，新自由主義實際上是以「公民社會」來取代人民的參與、取代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更為嚴重的是，哈維曾說：「（國家）將這些領域『私有化』給非政府組織，在某些情況下，更進一步促使了國家從社會保障領域撤退。」

誰在推動新自由主義

目前，在推動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世界貿易組織（WTO）及歐美等富裕強國。哈維指出，資本主義經過戰後二十多年繁榮，到了一九七○年代陷入嚴重經濟危機，不只影響了民眾，更嚴重打擊上層階級的財富累積。於是，上層階級團結起來，支持願為他們效力的政客上台，如英國的戴卓爾夫人及美國的列根。英美強國透過控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銀及世貿，強迫第三世界開放市場、賤賣公產，推行私有化、減利得稅、壓低工資、削弱政府對外資管制，讓跨國財團繼續累積財富。

英國《觀察家》雜誌的美藉記者兼評論員格雷‧帕拉斯特（Greg Palast）在其文章「一個冰涼的世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帶你去地獄的四個步驟」中，亦曾引用曾任世銀首席經濟學家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經濟顧問團主席的約瑟夫．史特格列玆（J. Stiglitz），描述這些國際組織推行其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四步曲」﹕

第一步：私有化。更準確地說，就是腐敗化。當地領導人會壓制對他們的批評以推行私有化，削價出售國有資産的回扣率會達到百份之十，而這些資産動輒價值數億美元。

第二步：資本市場自由化。即對資本市場解除管制，允許資本自由流出流入。不幸的是，有時（例如印尼和巴西）錢只是單方向地不斷流出。史特格列玆把這叫做「熱錢」（指為獲取高額利潤或保值而由一國轉移至另一國的流動資金）迴圈。現金以不動產或貨幣形式流入某國進行投機，一有風吹草動就跑，一個國家的儲備可以在幾天內流乾。而當這種情況發生時，為了吸引資金以恢復國家的金融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會要求這些國家把利率提至百份之三十至百份之八十。結果是：如此高的利率扭曲了資本的價值，打擊了工業生産並耗光國家財富。

第三步：價格市場化。造成糧食、水、燃氣價格飛漲，例如：一九九八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削減對窮人的食品和燃料補貼後，印尼爆發了騷亂；玻利維亞的反對水價飆升戰等。世銀的計劃更使厄瓜多爾百份之五十一的人口陷入了貧困。但對於跨國企業來說，他們卻可以「跳樓價」買到那些價值連城的東西，如礦山開採權或港口。史特格列玆更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銀都不是市場經濟的追隨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要求印尼停止對窮人的食品補貼的同時，卻籌措了數百億美元去挽救印尼的銀行家，但實際上是在挽救向印尼銀行家貸款的美國和歐洲的銀行。

第四步：貿易自由化。這是在世貿和世銀「統治」下的自由貿易。史特格列玆把這種自由貿易比作為「鴉片戰爭」。他說：「與十九世紀一樣，歐洲人和美國人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處衝破壁壘打開市場，卻阻礙第三世界的農產品進入他們的市場。在『鴉片戰爭』中，西方用戰爭來推行他們的不平等貿易。今天，世銀和國際貨幣組織使用的金融和財政手段幾乎一樣有效」。

新自由主義下的社會政策

馮可立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兼任副教授

回顧以往的經濟理論，我們發現，不少經濟學者都喜歡評論與貧窮有關的社會政策，主要是因為市場經濟往往不利於窮人，經濟學者難以避開貧窮這一個社會議題。他們大致上可分為有四大學派：古典自由主義、功利主義、集體主義、新自由主義。 
四大經濟學派

古典自由主義者（如阿當‧史密斯、李嘉圖等）認為在封建主義下，地主高利貸的剝削製造了貧窮。史密斯甚至認為，封建主義及封建政權的法律其實是維持經濟不公平的藉口，所以他強調自由市場的重要性，甚至認為市場才是解決貧窮問題的真正方法。他認為在圈地為主的封建制度下，一切的「政策措施」都是枉然，因為自由市場競爭比以往封閉的體系更能幫助窮人。

功利主義最主要的理論旗手是杰理米‧邊沁，他的名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是衡量正確與錯誤的標準」可以說是訂立了社會政策的原則及方向。如果有些政策制度可以替代市場，又比市場產生更大效益，讓社會效用最大化的話，便應該採用。不過，功利主義者也十分實際，他們只是關心一個社會的「快樂總和」，如果福利沒有效益的話，則應予廢除。所以，這種「精算師式」的效益計算，不一定對貧窮人士有幫助，尤其是脆弱社群。

集體主義者對功利主義者這些「快樂總和」的科學計算，覺得很有問題，所以轉而向一些比較正面積極的社會原則出發，例如公義、平等、自由、博愛互助、人類需要、權利等等，以這些原則來引導社會政策的討論方向，也因而訂立社會改革的目標。在這些大原則下，西方社會從二戰後開始建立福利國家。

就是在這三個學派的背景下，產生了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反對福利國家，也反對集體主義。它的理論建基於古典自由主義與功利主義，但是卻有過之而無不及。首先，它認為貧窮是一個個人問題，是個人未能夠充分利用自己能力的問題。只要個人能夠拋下身段，努力工作，提高效率，便可以脫離貧困，得到幸福。對新自由主義來說，福利只不過是社會效率的後果，所以兩者差不多是同義詞。其次，它抹掉了功利主義「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的政策原則，將福利當作個人的主觀感受，忽視福利對整體社會發展的貢獻。其三，它反對福利是一種權利，認為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的福利而努力，正如逝世不久的密爾頓‧佛列民的名言所述：「這世界沒有免費午餐」，一切皆有代價。其四，它對福利對人的「幸福效益」並不重視，但是強調領取福利的資格才是問題的所在，一定要領取者「自食其力」地通過經濟活動去賺取福利。

新自由主義與貧窮問題

要在這一篇短文中評論新自由主義，實在很難作比較全面及深入分析，在這裡只能提兩個重點。第一，它抹去了前賢的宏觀分析。古典自由主義強調市場的重要性，是因為它從封建主義的束縛下解放了窮人。功利主義重視「快樂總和」，起碼也覺得要處理舊社會貧富不均的問題。集體主義更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社會原則來考慮社會政策的方向，使人們能掌握不同層次及優次的選擇。但新自由主義卻將視線收窄到個人的效能上，沒有廣闊的視野，也沒有歷史感，只是來來去去重覆地說「沒有免費午餐」，人人應自食其力。

第二，它將貧窮問題簡化及個人化，看不到貧窮的多因素背景，包括個人及家庭所面對的意外，例如疾病傷殘、鰥寡孤獨，以及受「人禍」影響而產生的生計障礙，如戰爭、經濟循環的升降、工業轉型、種族性別年齡信仰文化等社會歧視。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從福利到工作」，認為窮人一定懶惰，沒有上進心，其實這些看法只是一些沒有可能證實的信念，將貧窮問題委之於個人的道德修養及意志，論點十分薄弱。

在這個短短的結論中，本文也希望用功利主義的政策原則來引動大家思考：在目前的香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是不是一個重要的社會政策原則呢？

新自由主義、「大市場、小政府」與香港工人

譚駿賢

香港職工會聯盟統籌幹事

新自由主義一詞，對香港人來說還相當陌生，若非去年韓人到港反世貿時打正旗號要粉粹它，我相信不少人更不知道這「主義」原來正統治著我們。

但，新自由主義是實質內容是甚麼呢？它是否真的與香港無關呢？

新自由主義是甚麼？

看看美國學者哈維（David Harvey）如何介定新自由主義。他要求我們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去看。理論上，新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自由是人類文明的最高點，故制度上應對私有產權、自由市場及自由貿易等作出保障。在這個世界中，個人自發性將得到最好的發揮。當中隱含的訊息是：政府應盡少介入經濟事務。但實踐上，政府卻運用權力去推動及保護私有產權、市場制度，以至將其向全球維度推展。


由是觀之，香港現時統治的政治經濟制度及哲學，雖無新自由主義之名，但卻有新自由主義之實。不過，過去統治階級喜歡稱這為「積極不干預」，曾蔭權却稱這為「大市場、小政府」罷了。然而，我們必需記緊哈維的提醒：新自由主義在理論及實踐上的矛盾。

誰的「大市場、小政府」？


曾蔭權在回應外界對他放棄積極不干預的批評時，他指出：「我們雖肯定市場的重要性，但並不表示政府可以袖手旁觀，處於被動。」
曾蔭權這番申述，好像要向外界表明政府在市場中是有角色的，要跟港英殖民地政府被動介入的情況不同。但實際上，「大市場、小政府」的說法可能是為政府政策更傾向商界舖路。

讓我們以最低工資立法做例子。過去十多年，政府拒絕立法的理由就是這會干預市場運作。直到最近有關立法的爭議因施政報告而再度爆發後，政府仍堅持以不干預的理由而拒絕立法，而只以自願參與的工資保障運動作為替代。

我們對政府此舉會有各種疑問。既然政府同意現時勞動市場工資過低而推動「工資保障運動」，為甚麼不索性立法呢？當曾蔭權說「並不表示政府可以袖手旁觀」時，政府在保障工人時做過甚麼積極措施呢？當政府大小官員都將「大市場、小政府」掛在咀邊時，他們實際所指的是甚麼內容呢？

我們仔細看看曾蔭權在《大市場、小政府：我們恪守的經濟原則》一文對「大市場、小政府」的解說。他引用九六／九七年擔任財政司長時所說，指出政府對經濟所作的努力是「提供基本的法律及規管架構，作為發展自由公平市場的基礎」；又說：「透過奉行小規模政府，以及奉行稅率低、穩定而明確的稅制，鼓勵企業發展」；又指「在『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下，鼓勵企業精神和公平競爭。」

另外，曾蔭權提出「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的場合，正正是在一個有關配合中共十一五計劃經濟高峰會的時機，他向與會者及公眾表明：「在採立市場的方針同時．．．研究結合政府與市場力量．．．締造最能支持經濟發展的環境。」

有組織才有出路

曾蔭權及特區政府就「大市場、小政府」的實質內容需仍含糊，但在上面的解說中，有關輪廓卻已草出：一、政府規模要小，只提供基本的法律及規管架構；二、低稅，且可鼓勵企業發展；及三、當政府與市場配合時，目標是有利經濟發展。

從近年（包括董建華年代）政府的政策發展方向可看出，「大市場、小政府」的理念確實在無聲無息中貫徹著、實踐著。政府規模要小──故不斷削減公務員職位，同時又將政府資產私有化，如五隧一橋、領匯及地鐵等；同時，政府已推出諮詢文件，打算減低公共醫療的承擔，逐步轉由私人醫療為主。要低稅率──故香港利得稅一向超低，去年又取消了富人才要交的遺產稅，但同時卻打算推出累退性的、打擊窮人的銷售稅；政府與市場配合，過去有大量貼錢予迪士尼及「明益」李氏家族的數碼港為例子。未來如何「配合」，我們拭目以待。

簡而言之，「大市場、小政府」作為特區政府的管治哲學，就是一方面透過政府力量為商人打造市場，製造有利商家的營商環境；另一方面，政府主動退出保障公民權利的公共服務，使中下階層在市場上自生自滅（順耳的版本叫「競爭」）。

由這套哲學引申出來的社會政策發展，勢必導致貧富懸殊、失業，同時又使醫療、教育及社會服務商品化、市場化——用市井的說法就是「no money on talk」。面對這種官商權力集團設下的發展方向，若我們仍相信新自由主義許下的諾言，即個人可在自由市場中獲得最大幸福，將無助於走出困境。

我相信，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年代，要挑戰官商以至跨國權力精英強加下來的世界，不論是工人、農民，還是專業社群，單靠個人力量是不足恃的，只有透過有組織的集體力量，才是發展與自我保衛的手段。
世貿談判雖受挫　人民抗爭莫鬆懈

林致良

《全球化監察》編委
今年七月世界貿易組織宣布多哈回合談判擱置。這輪開始於二○○一年的談判，按計劃於二○○六年年底完成，可是在談判的最後階段，主要因為歐美大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而宣告終止。

鋤弱扶強的多哈回合談判

多哈回合被世貿稱作為「發展回合」，據稱旨在促進貧窮國家的發展，可是從這次談判中暴露出真正面目。去年世貿香港會議上通過《香港宣言》，宣布發達國家八年後取消所有農業出口補貼，善良的人們還以為富國今是而昨非，願意貫徹公平貿易原則。其實限期取消的只是某種補貼，而非全部補貼，最扭曲貿易的不是富國的出口補貼，而是國內補貼。單是美國一國，它的國內補貼就高達二百億美元，主要用來資助商業性大農場向窮國傾銷產品，從而打垮窮國小農生計。這次談判破裂的直接原因，就是美國拒絕進一步削減國內補貼，任何類似的削減均以發展中國家開放「非農產品市場准入」和服務業為條件。即是說：你休想我減少農業補貼，除非你徹底開放工業產品、漁業和食水供應、醫療和教育等公營部門吧！發展中國家沒有接受這麼苛刻的協議，發達國「失去少少，撈回多多」的如意算盤暫時無法打響。

多哈回合擱置，對由全球官商精英推動的所謂全球化不啻是個挫折。七十年代末統治集團開啟的新自由主義路線，到一九九五年世貿成立，可謂如虎添翼；它以自由貿易之名，通過更多更大規模的「自由化」協議，強迫各國拆除旨在保護小農、勞工、婦女和環境的法例法規和公營部門，既幫助大財團降低投資成本，又幫助其開拓更大商機。可是，物極必反，資本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引起社會矛盾的普遍激化，最終導致民眾抗爭的全球化。這次多哈談判失敗，除了源於各國之間的矛盾外，也是民眾從西雅圖、坎昆到香港不斷的反世貿抗爭取得的成果。

世貿仍有待我們去粉碎

雖然世貿暫時受挫，但民眾抗爭絕不能鬆懈，因為這距離人民真正勝利之路尚遠。

首先，暫停的只是多哈回合談判，而不是世貿機構本身。世貿仲裁貿易爭端等日常工作仍然繼續，它作為推動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國際機構的功能並未喪失。其次，多哈回合談判前達成的世貿協議對香港等一百四十八個成員仍然具有約束力。以香港為例，令本地建築工人就業職位減少的世貿《政府採購協定》和大大限制了資訊流通自由的《版權條例》（根據世貿《知識產權協定》修定）仍然有效。

再者，在多哈回合的服務業談判中，香港政府已向世貿承諾開放環境衛生、郵政快遞、高等教育等服務，同時又有國家要求香港開放護老及護幼市場。這些領域不少是公營為主的民生攸關的部門，一旦開放，很可能導致財團接管公營部門。多哈談判如果重新啟動，上述領域的私營化將很快提上日程。各國官商利用世貿推動公營部門私營化的意圖十分明顯。早在一九九九年，世貿秘書處一份文件已經認為《服務貿易總協定》一旦落實，必將「使當今的自由主義政體和範圍在自由化的道路上大興於世」。這裡所指的自由主義，不是言論、結社等自由，而是大資本的投資自由。

最後，雖然世貿（作為多邊貿易談判的平台）談判擱置，但各國統治者將轉向以國（地區）與國之間的雙邊自由貿易協議（FTA），來完成世貿暫時不能完成的任務。二○○一年的香港──新西蘭自由貿易協議和二○○三年的CEPA，都屬於FTA。不論是多邊還是雙邊的自由貿易協議，本質上都是為了消除資本流動的障礙，而不顧及由此造成的失業和貧窮化問題。民眾要警惕各國官商暗度陳倉，借FTA的平台推進資本自由化。

保持對私營化的警覺性

香港市民經歷過去年的世貿會議和反示貿行動，對世貿的認識無疑比以往增加，可是仍有不少人以為世貿對香港沒有直接影響，甚至以為香港是自由貿易的贏家。所以，雖然現在世貿談判暫停了，但是我們仍然要密切注意世貿機構的動態和政府的有關政策，尤其要保衛我們在醫療、教育等方面原有的社會權利，並且反對整個新自由主義政策。
對新自由主義的信仰反省
阮美賢

試想想，有一天世界資源得以重新分配，資源足以滿全所有人的基本需要，再沒有人因缺乏食物而挨餓、因沒有藥物而延誤治病，或因沒有合適的地方居住而受風吹雨打，每一個人都可以過合符尊嚴的生活，有一份可維持家庭生活的工作，甚至可享受閒暇和家庭之樂，有時間和條件發展嗜好和專長、與家人朋友相聚建立關係等。對讀者來說，上述的景象可能已經實現，但對不少生活在貧窮中的人卻是遙不可及。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人民的生活是更接近這理想，抑或是距離這遠象愈來愈遠？
自由貿易未能改善貧窮情況

其實，這幅圖像正是天主最初創造大地的原意。天主造了大地和人，把大地交給人通過工作去治理，和享受其果實（創1:28）。大地滿佈美果資源，足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這是上主賞賜給人的第一份禮物。由於世間的一切美善皆源於主的大能，因此，「大地及其所有是供所有人使用的。一切受造物應在正義及愛德原則下，公平地惠及全人類。」
所以世間財富應為眾人普遍擁有，全人類每一個人都獲得一致性看待。
然而，回到現實中，不論在發展中國家，或經濟發達如香港的大城市中，往往出現三餐不繼、朝不保夕或因經濟發展不平衡而導致貧富不均的現象。有沒有想過，為我們生產球鞋、運動衣、糧食或其他用品的人民，不少是生活在貧窮當中？有沒有想過，當我們享用產品時，他們正在流汗流血地工作？物品這樣近，人卻顯得那麼遠！

滿以為自由貿易會帶來更多機遇而令生活得以改善的工人和農民，不少因為貿易不公平、廠房安全措施不足、薪金微薄、政府沒有訂定和執行合理的法律保障，而令人民生活沒有預期的改善。但據說，致力促進國際貿易自由化和大力推動新自由主義的國際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WTO），它的目標除了刺激經濟增長外，更包括改善資源分配、改善貧窮，以及令消費者可以較低的價錢和更多選擇得到產品。不少工人和農民卻感到未享其利，先受其害。
新自由主義與天主教財富觀背道而馳

這不得不歸咎於以經濟價值衡量人、視利潤和市場定律為唯一指標，甚至用來決定人性尊嚴的「新自由主義」。可以說，它與天主教信仰對財富的觀點背道而馳。
雖然教會在某程度上認同公司、市場和私人財產，但她亦同時指出，
由新自由主義衍生的「商業經濟」、「市場經濟」或「自由經濟」，並沒有強而有力的司法架構規限經濟活動，以至法律沒有以服務人類為先，更遑論以道德及宗教作為核心價值。
 結果是，它成為忽略社會上弱勢社群的藉口，將無視他人尊嚴的行為合理化，令貧窮者愈來愈多。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指出，在新自由主義之下，資本主義仿似一匹「脫韁之馬」。
美國主教會議的總結文件也直指，新自由主義將人置於市場機制之下，一方面沒有將人視為工作的主體，而是將勞工過於商品化。另一方面，只從人的經濟生活看他的社會存在價值，視利潤比人性尊嚴更重要，生產力成為衡量人的價值的指標。被新自由主義控制下的人或機構，若肆意地將財物偶像化（見瑪6:24、19:21-22、16:13），註定成為財物的奴隸。
　
福音中指出，人不可侍奉金錢和天主兩個主人，我們可有受資本主義文化影響，看錢財比我們的信仰重要？又或將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價值觀潛移物化為自己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深受消費主義、一切要求高效率和競爭文化所影響，不自覺地將新自由主義視為另一個宗教？
如何才可將全球化變得更具人性化，令它為人類和社會服務？ 

教會需倡議符合公義的經濟體系

首先，教會需倡議一個服務人類、富道德感和符合公義世界秩序的經濟體系，來對抗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不人道和殘酷結果。教會並沒有否定經濟活動和企業的角色，而是肯定其重要性，並擁護技術進步和革新精神，鼓勵人們創辦和擴大企業，扶植一切有有利於經濟進展的因素。但它強調
　商業機構既是由人組成，它在賺取利潤之餘，更要以各種方法滿足各人的基本需求，包括物質、理智、倫理、精神及宗教方面，攜手服務整個社會，把公司看成為一個人的社會。
在對待員工方面，企業不應只將僱員視為賺錢工具，而應將他們視為人，給予他們合理的薪金報酬，提供適當且安全的工作環境和條件，並讓員工在企業中有更廣泛的參與，並聽取他們的意見和需要。
 

況且，教會傾向尋求整全的發展、整合的人性。這觀點不會把人簡化為經濟動物，亦不會把經濟與文化、環境、社會、政府、家庭和工作分割，任意將人從社會關係或網絡中抽離。
人應是參與的主體而非客體。要實行以上的原則，教會需要更主動推動商業倫理，鼓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和善待員工，並給予被剝削的勞工支持。此外，教會需要倡議政府制定法律和各項措施推動本土經濟、扶助中小型企業、保障工人權利和保護環境。　　　　　　　　　　　　　　　　　　　　　　　　　　　　　　　　　　　　　　　　　　　　　　　　　　　　　　　　　　　　　　　　　　　　　　　　　　　　　　　　　　　　　

基督徒需培養關懷眾生的世界觀

另一方面，基督徒需要培養一種靈修觀和生活態度，令我們對生產、分配和消費方面有重新認識，繼而尋求徹底的改變。我們需要重新認清造物主創造萬物的原意，以及世上所有人都應獲享豐盛生命這目標，然後重新檢視，在我們的生命中甚麼才是重要、甚麼才有益於下一代，並重新想像我們寓居的這個世界是否可以有不一樣的景象。這不但要我們掌握主流媒介以外的知識，更要求我們在意識和價值上作出轉化，將視野拉闊，培養包容萬物、關懷眾生的世界觀。抱持這種世界觀的人，不會對在新自由主義下犧牲和受苦的人視若無睹，亦不會因慨嘆自身力量不足而只感無助和無力，因而逃避責任，反而會將內在的力量釋放出來，與其他人民團結，共同抵抗以利潤為先而罔顧人性尊嚴的霸權力量，不再沉溺於別人想像的資本主義世界中。
　
很多時，我們對社會上其他社群所面對的問題未能主動關心，是因為我們未能感同身受，未被當事人的遭遇所感動，而這正是經濟全球化對世界帶來的其中一股破壞力量，在於它令人麻木，安然接受現狀，沒有留意其他人和事。

因此，我們需要親身接觸和體會不同社群的處境，聆聽別人的故事，瞭解他們面對的問題，培養同理心，再而判斷和辨別自己可以做甚麼作回應。同時，每當我們在採用或消費每一種產品時，不妨多反省與生產者的關係，並嘗試發掘背後是否存在不公義的關係。這需要我們持續省察良心，明辨天主給予我們的使命，將祈禱化為力量，效法耶穌那份憐憫愛人的心和行動。
日本的天主教會──從過去到現在

孔令瑜

日本天主教的歷史

數世紀以來，日本都是一個固步自封的社會。第一個葡萄牙商人在一五四三年到達日本時，日本的管治者十分樂意跟他做生意。這次交易亦間接幫助了第一個葡萄牙外方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及兩個同伴於一五四九年到達日本，成為第一位踏上日本國土的天主教傳教士。他們將麵包、炸物（天婦羅）及天主教等西方事物傳入日本。雖然他們的傳教工作受限於語言能力，但亦有少許成功。當時沙勿略被日本人奉為「拯救人們靈魂的救世主」，他在日本人民心中的地位是相當高的，至今在日本鹿兒島還樹立著沙勿略的紀念碑。由於商貿聯繫的關係，傳教活動亦集中於日本南部的九州島上，特別是在長崎區內，但亦有基督徒團體於其他地方成立。當方濟各．沙勿略於一五五一年離開日本往中國時，日本有教友一千人。
「伴天連追放令」

從一五八七年幕府專政開始，豐臣秀吉頒佈「伴天連追放令」，首次明確地把天主教視為邪教，並陸續用各種方式加以打壓。該令的主要內容是命「伴天連」（即神父）離境歸國，唯對日本與歐州各國的商業往來仍可繼續。接著的數年，對基督宗教的政治壓力亦越加強硬，並施以公開殺戮，成千上萬的基督徒受害及被殺。這些殉道者成為日本教會根基的保證。一六一四年，江戶幕府的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開始頒佈禁教令並驅逐傳教士，當時全日本已有一百七十九名傳教士和四十萬名教徒，其後掌權的第二、三代將軍德川秀忠和德川家光對天主教徒的迫害益加嚴厲。
「踏繪」制度
一六二六年，長崎奉行1水野守信制定「踏繪」制度，在通衢要道廣設刻有耶穌或聖母瑪利亞像的木板或金屬板，要求人民必須踩踏以分辨其為教徒與否。一六三三至三九年間，屢次發佈鎖國令和禁教令。一六三八年，政府頒布告示全國，以優厚獎金鼓勵百姓告密，以捕捉天主教傳教士和教徒。一六四○年，幕府還設立宗門奉行，專門處理禁教與其他宗教事務。一六七一年起，幕府規定每個人都要與寺院結成固定的「寺請」關係，每村每年亦都要進行宗教信仰的戶口普查，並用「踏繪」的方式加以確認。一六八七年，更頒佈《基督徒類族令》，施行「連坐法」2以禁教。

地下教會

幕府於一五八七至一六八七年的一百年間，為禁教所採用的行政手段和所施用的酷刑，令日本天主教會幾乎根絕，迄十七世紀末的殉教者也超過四千人（不含島原之變的死難者），其中二十六位被封為聖人（包含二十位日本人），二百零五位被列為殉道真福（Beautified Martyrs）。
一些堅貞的教徒於是轉移至地下，他們以五家為一組（稱作 goningumi），透過聚會來延續信仰，並由改裝的傳教士利用夜間至各地施行相關的禮儀。資深的教長（稱作 chōkata）會維持教內的紀錄並頒佈教曆，而洗禮、傳道和告解等工作也各有專人擔任。他們在生活當中以各種圖騰呈現其宗教信仰，例如在刀劍的護手上或日常用具的背面刻上十字，並發展出被稱作「瑪利亞觀音（Maria Kannon）」的聖像。他們以佛教的子安觀音（即送子觀音，為安產和小孩子的守護神）為幌子，利用該白衣觀音手抱嬰兒的圖騰與聖母瑪利亞手抱耶穌者之間的相似性，來進行聖母敬禮，而他們會在該聖像的不明顯處刻上十字架。這些「隱藏天主教徒」（日人稱之為Kakure Kirishitan）受盡屈辱，因真正的天主教徒看不起他們貪生怕死，另外他們又怕其他村民發現他們真正的信仰，但這情況一直維持近百多年，直到再次有外國傳教士登陸長崎發現他們為止。

從一六三八至一八五九年，外方傳教士被禁踏足日本。那些留在日本的傳教士不是被殺就是被驅逐，但在一些較偏遠及政府的監管比較薄弱的地方，兩個多世紀以來，他們一直秘密地保存著信仰。一八六五年，是日本教會的重要時刻。那時一些傳教士計劃再次在日本活動（雖然基督宗教仍被禁制），長崎的一群教友亦公開承認自己是基督徒，但由於天主教在這兩百年間發生很多重大的改變，加上很多經文、聖經等等都是口耳相傳，其中的教義有相當大的矛盾。雖然教廷肯定其所施行的部份教會禮儀仍相當純正，但或多或少亦受到佛教和神道教影響，有些人願意跟隨，信奉「正式」的天主教。另外亦有些人對外來的傳教士很反感，繼續隱匿，亦有不少人選擇不再回歸羅馬教廷的懷抱。

一八七三年，日本政府終於廢除了禁教令。現在日本天主教會有四十五萬日本人教友、五十多萬外籍教友。雖然如此，天主教徒在日本仍是非常少數，只佔人口的百份之零點四，而不少天主教徒在家庭內是唯一的教友，對於日本家庭來說，公教家庭的現象並不普遍。

二次大戰後的日本

日本在二次大戰之後，經濟在短短二十年之內迅速成長。而傳統的家庭和個人的信念亦隨即起了變化。傳統大家庭開始解體至核心小家庭，許多老人因此被子女獨留在地區偏遠的家中，許多老人在死後數天，甚至數月後才被發現，而老人的自殺率亦一直偏高。此外，由於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良好的學業成就標誌著理想的就業機會和錦繡前程，學校和家長都為孩子施加不少壓力，虐兒的情況亦成了日本的嚴重社會問題之一。不少年青女孩為了發洩對父母和學校的不滿，或純粹只是希望增加零用錢，在課餘時間作「援助交際」（即應召女郎）。此外，三失青年（失業、失學、欠缺培訓）的數字亦在增加，由一九九二年的六十七萬，增至二○○二年的八十五萬人。許多青少年亦因此索性留在家中，與外界斷絕往來。

青少年的問題不僅是來自學校，由於工作間的工作壓力巨大，而工作時間長亦令父母沒有時間和精神去關心子女，家庭生活被犧牲在沉重的工作壓力之餘，最近亦有不少中年人自殺，或突然在工作間內死亡，形成另一社會問題。

今日的日本天主教會的社會參與

多年以來，日本的天主教人口從未超過人口的百分之一，主要原因包括日本人將天主教視為「西方的宗教」，加入教會會被認為是脫離日本人的傳統和文化。此外，佛教和神道仍是日本的主要宗教，基督宗教要求教友只可有單一信仰，與日本人信奉多種宗教的習慣有所不同。因此，作為日本國內的少數分子，日本的天主教教會對社會的影響亦十分有限。

日本天主教主教會議一直嘗試在不同層面，組織教友共同傳揚信仰和福音，並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三年，舉辦福音宣教推進全國會議（National Incentive Convention for Evangelization, NICE），探討教會如何將信仰和生活結合。雖然屬於社會上的少數，但日本教會仍致力在社會內發出先知的聲音，而不少教會組織亦嘗試改善日本國內的社會問題，特別是為弱勢群體，例如：殘障人士、難民、非法移民、露宿者、吸毒者等。

日本天主教會曾在軍政下被強迫和軍部合作，甚至連神職人員也得去靖國神社等神社參拜。當時的《（日本）天主教新聞》的報道內容亦很像軍政的報紙。由於這可恥的歷史，日本主教團和很多教會機構、委員會、個人等曾多次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軍國主義行為發表反對聲明。今年十一月，東京總主教區總主教岡田武夫蒙席呼籲信衆不要參拜供奉第二次世界大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他在簽署的文件中邀請信衆不僅愛祖國，還要愛因日本帝國主義而飽受磨難的鄰國，而參拜靖國神社，就等同於爲戰爭歌功頌德。3
此外，在二○○四年六月，日本移民局網站增加了一項新的功能，就是通過網站讓市民檢舉非法居留的嫌疑人士，從而形成了一場由民衆捲入的大規模驅趕外國人出境活動。這一做法令生活在日本的外籍人士十分不滿。對於以上做法，當局的解釋是「為了讓街道更安全」。但人權組織如國際特赦組織和天主教組織卻認為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尋找代罪羔羊的傾向，而網上舉報系統成了歧視外國人的聚焦點，並鼓勵國人將所有的外國人都看成潛在的罪犯。

與香港教會一樣，日本天主教會學校，亦是在日本社會中開展福傳的主要工具。天主教會開辦的中小學校共招收了二十三萬名以上的學生。其中，許多都不是天主教徒。目前教會正努力進行全面教育體制改革，使公教學校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以適應當代日本社會的需要。而值得一提的是，公教學校在日本社會、學生和學生家長中享有極高的盛譽。日本人都相信，子女在公教學校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培養。
總結

日本的天主教會以前和現在面對的問題和挑戰不比香港教會少，在幕府專政時代，不少教友以口耳相傳，卻仍然能將信仰一點一滴保存下來。然而，在資訊科技發達和自由的社會中，信仰卻又再面對著複雜的社會問題和挑戰。作為國內極少數的組織，日本天主教會如何透過參與社會事實去傳揚福音和信仰，實在值得我們去認識和學習。

文章參考資料：

1.
Kiyoshi Seko, The Catholic Church in Japanese Society: Its History, Efforts and Problems.

2.
日本的教禁與隱藏地下的天主教徒： http://vm.rdb.nthu.edu.tw/ylh/uploadfiles/course31_7_1.doc。

3.
日本的基督宗教歷史：
http://eoc.dolf.org.hk/livingev/cnew_asiaev.htm#newev_japan。

4.
http://www.chinacatholic.org/faith15/songwei.html。

5.
AsiaNews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報道：日本天主教會主教指出「天主教徒不應參拜靖國神社」（http://www.asianews.it/view.php?l=zh&art=7805）。
關社禱文

1.
請為有需要的人士祈禱。天主曾差遣愛子來到人間，把好消息傳給貧窮人，拯救被欺壓的人，求主使我們謹記生活匱乏的人，致力改善他們的生活，使天國早日臨現。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2.
請為社會政策受迫害者、特別為年長者、單親家庭及受暴力虐待等人士祈禱。求主幫助我們明白到人人皆是天主的肖像，而懂得尊重不同階層的人，在地上實踐公義。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3.
請為我們的教會祈禱。求主派遣聖神開啟信徒和牧者的心目，關懷社會上弱勢群體的處境，並透過宣講和行動維護所有人的人性尊嚴，以仁愛的心力行正義，共建地上的天國。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4.
請為所有執政者和公職人員祈禱。求主帶領他們維護大眾公益，制定各項社會政策和措施時，特別顧及貧窮和弱小的人，使財富得到更合理分配，令有需要人士得到照顧和支援。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5.
請為人權受踐踏的地方和人民祈禱。不少人民因著種種的原因：如不公義的社會政策或族群之間的衝突，而權利慘受無情剝奪，求主撫慰他們的心靈，以及賜給他們堅毅的精神，使他們在逆境中仍能勇敢面對。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全球化下的貧窮」

講道資料

前言

將臨期乃教會禮儀年曆的開端，一般教友在消費文化的影響下，大多誤解將臨期的意義，以為它只是歡渡聖誕前的一段準備時期，因聖誕節已成為各大商場、餐廳、店舖促銷的節日，鋪天蓋地的宣傳都是叫人消費。但我們會問：全民消費是否就是等於普天同慶？為甚麼全球化下的商業聖誕只剩下聖誕樹、聖誕燈飾、聖誕大餐、聖誕老人和聖誕禮物？我們是否還記得聖經是這樣記載：「天使向他們說：『不要害怕！看，我給你們報告一個為全民族的大喜訊：今天在達味城中，為你們誕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主默西亞。這是給你們的記號：你們將要看見一個嬰兒，裹著襁褓，躺在馬槽裡。』」（路1:10-12）。為此，我們希望教友們能在將臨期內準備自己，以迎接救主耶穌基督的再度來臨及紀念主耶穌基督的誕生，是要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路4:18）。

經濟全球化下人民的生活

廿一世紀的今天，全球化貿易火速增長，全球財富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同時，全球貧富懸殊亦急速加劇。百分之四十的全球人口（即二十五億人）每天只有少於港幣十五元的生活費，而另一邊廂，全球一成最富裕人士的收入總和，竟已超過全球總收入的一半。造成貧窮成因絕大部份屬人為因素，不公平的制度令千萬人失去脫貧的機會。

· 每日有差不多三萬名兒童死亡，大多數原因是貧窮 

· 不公平貿易嚴重威脅全球二十五億貧窮農民生計，富裕國家補貼國內農企業每天金額達十億美金，相等於她們給予窮國一年的援助。這些農產品以低於成本價傾銷到貧窮國家，令當地小農無法競爭 

· 數以萬計發展中國家的工人每天超時工作，賺取的薪金還不夠基本的生活、家人的醫療及教育費

· 過去數年，農產品價格不斷下跌，小農缺乏議價能力，連成本都無法收回。例如咖啡豆的國際市場價格就一度下跌超過五成，農民生計不保

· 在貿易利益的分配中，各國所得有明顯的差距。事實上，每交易一元，高經濟收入地區得到八角，中等經濟收入地區為一角七分，而低經濟收入地區只有三分（樂施會，2002）
香港的情況──在職貧窮
經歷九七年金融風暴後到今天，香港近兩年的經濟增長達百份七至八，失業率已由高峰期的百份之八點七回落至百份之五點二，領取失業綜援人數亦有所減少，但他們的生活並未有改善，只是由「失業綜援」變為「低收入綜援」而已。

現時全港有十九萬在職貧窮人士，他們每月薪金低於五千元（個人每月收入中位數的一半），其中十四萬為全職僱員，
五萬人開工不足（二○○五年第三季）。根據勞工處資料顯示，以下職位的薪金水平為：

	職位
	時薪
	月薪

	連鎖式西式快餐店
	15至18元
	3,100至3,800元

	商場清潔工人
	20元
	4,160元

	連鎖式中式食肆
	18至22元
	3,800至4,200元

	大廈清潔工人
	20元
	3,600元

	傳單派發人員
	15元
	3,000元


資料來源：樂施會，《無窮》，2006年3月

講道資料

《路加福音》記載的聖誕故事，反映了當時社會中低下層人士的困苦生活。首先，約瑟與即將臨盆的未婚妻瑪利亞，從加里肋亞納匝肋返白冷的達味城辦理戶口登記，由於客棧已經擠滿，他們只能在一個簡陋的馬槽裏留宿，瑪利亞亦在此誕下了兒子耶穌。
此外，一群在達味城野外看羊的牧人，他們雖然處於社會最邊緣的位置，但天主的使者卻首先向他們宣報救主降生的喜訊。牧羊人在驚訝之餘，仍鼓起勇氣，趕到達味城中尋找主基督，結果他們找著了，便歸榮耀予天主。
　　
綜觀整本聖經，「窮人」是一個經常被提到的群體，它的含義主要指經濟上貧乏，缺乏依靠，受社會壓迫以致漸失去能力和價值的狀況，如寡婦、孤兒和寄居的外方人，而在福音書中，那群經常與耶穌一起的「窮人」，除了物質上的貧窮，還包括那些被社會歧視或受魔鬼纏繞的受害者，如妓女、稅吏、罪人、被鬼附的或患病的。
聖經不但啟示我們天主對窮人的關懷，更指出窮人並非被動的受助者，而是跟天主合作的夥伴，藉著他們的見證，成就了天主拯救人類的美事。耶穌一生的開始就是一個窮人的故事，祂生於一個木匠的家庭，甘願作一個沒有地方枕首的傳道者，祂的門徒亦多是來自低下階層。祂相信上主的揀選是要祂向窮人傳福音，使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光明，受欺壓的得自由。祂不但親身經歷人的困苦，更是選擇與窮人做朋友，以堅定的信仰接納和肯定他們應有的尊嚴和價值。

今天當我們預備心懷迎接聖誕再來時，切勿忘記香港已經變成了全球最貧富不均的地區之一，貿易增長也未必會令低收入工人的工資增加。香港出口貿易增加，但香港勞工仍要靠著微薄的生活過活。事實上，在貿易急促增長的時間，世界貧富差距也在不斷擴大。一九九九年世界最富有的二成人口擁有全球八成收入，最貧窮的二成人口只擁有全球百份之一的收入，貧富差距比一九六○年增加了一倍（UN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而全球每日以少於二美元維生的人口，則比一九八○年增長了百份之五十，到二○○○年達二十八億元，差不多是世界人口的一半（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Outlook, 2000）。這些貧富不均的情況也是在國際貿易快速增長下出現的。
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呼籲世人，勿將為紀念耶穌降生的聖誕節，擺在商業與享樂上，應當回到信仰的層面上，尋回聖誕的焦點。讓我們深刻反省基督降生的真正意義，從窮人的身上尋找昔日耶穌的面容，以行動參與改善日趨嚴重的貧富差距，使窮人活得更有尊嚴，使香港及世界邁向更公義和平的發展。


� 「維基百科全書」網頁：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B0%E8%87%AA%E7%94%B1%E4%B8%BB%E7%BE%A9&variant=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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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clesia in America, 56；參閱Michel Therrien, “John Paul II’s Use of the Term Neo-liberalism in Ecclesia in America,” in the website of Action Institute （www.action.org/research/pubs/papers/neoliberalism.html）。


� 《百年》通諭，8。


� 《工作》通諭，13；見註4。


� 參閱 Richard A. Horsley,“Religion and Other Products of Empire,”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71/1 (2003): 35-37.


� 梵二《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64-66；《百年》通諭，35，43。





� 《工作》通諭，19；《百年》通諭，43。


� 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宗座牧函和《民族發展》通諭中，教宗保祿六世分別提出了「整全的解放」和「人類的整全發展」；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社會事務關懷》通諭中亦提出類似的概念「真正的人類發展」。


1日本五奉行是豐臣政權末期制定的職員，是負責政權運作的工作。


2嚴密的監察制度，一人犯錯或沒有告密，所有人都受牽連。


3資料來源：http://www.asianews.it/view.php?l=zh&art=7805。


� 按照家庭收入低於成員數目相同的家庭收入中位數一半計算，在全港最少有一名成員就業的家庭中，約有十七萬個在職貧窮家庭（二○○五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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